
时局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校对 孙双14-15

中国历代战疫简史
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建设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我国至
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颤栗。

中国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 战乱、鬼怪和瘟疫。
聪慧的炎黄子孙也在千年的对抗史中，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的战疫之路。

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
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
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
时期。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
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
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
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
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
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
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
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
风险。

有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
期，全国人口5000多万，至三国
末年，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
万计。东汉文学著名的“建安七
子”，就有五人死在瘟疫中。东
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此时，人们面对凶猛的疫
情，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惩罚，巫
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
都认可的解释。“瘟神”“疫鬼”横
行于世，当时最“科学”的战疫方
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周礼》
中记载：“方相氏，帅百隶隶而时
傩，以索室驱疫。”传说方相氏长
得极其丑陋，瘟神见了他都只能
落荒而逃。现在于西部地区还
在流传的傩戏，也是古时方相氏
驱疫病在当代的更迭演变。

而东汉末年的大疫，简单的
民间信仰已经救不了被感染的
民众，黄巾军的起势正是源于首
领张角对瘟疫的救治。但其能
以符水治瘟疫的消息，有着浓厚
的神话和神秘色彩。讽刺的是，
张角最后也因感染瘟疫而病死
军中。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
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催生了
中医的核心理论。公元154年前
后，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河南
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
取名仲景。父亲张宗汉在朝为
官，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
业，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
钟。10岁时，张仲景开始跟随同
郡医生张伯祖学医。数十年后，
张仲景医学大成，写成《伤寒杂
病论》一书，其中总结的辩证论
治原则，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
灵魂。

“伤寒”一词，与我们现在说
的伤寒略有不同，其主要症状为
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
提到，仅仅十年时间，张氏家族
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
七成比例都是患上了瘟疫。《伤
寒杂病论》中记载的三承气汤、
竹叶石膏汤等，经后世沿用
至今。

而后中医传承愈广，东晋医

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
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
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
的治疗作出了贡献。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
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
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
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
水消毒等消毒法。

有效隔离和政府组织医疗
力量救治是战疫取胜的根本

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记
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隔
离”制度：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
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却被
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
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疠所”的
地方隔离。这或许是出土文献
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
疫情的记载。

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
预疫情的记录，则始于西汉。元
始二年，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
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
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
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安排专门
的房子“隔离医院”负责医治疫
病患者，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
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
院的记载。

至南朝时期，有“六疾观”
“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
“病坊”，宋代设“安乐坊”，通常
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
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
料病患。

除了有效隔离外，自唐朝以
来，由政府组织医疗力量救治，
都是战疫决胜的根本保障。正
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
宗派了40多个太医奔赴疫区，救
治百姓。而根据历史记载，官方
对于疫情时期的“赐药”“颁方”
都是免费的。

及至明清时期，“科学战疫”
有了划时代的突破——— 人痘接
种法的普及，这是人类战胜传染
病“天花”的经典案例——— 用天
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
疮结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
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
天花的免疫力。史料显示，自明
代开始，科学的种痘方法已经在
民间开始使用。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经历，
他对人痘接种法的推广和普及
产生了重要作用。自康熙帝开
始，对天花的防治由单纯的躲避
隔离变为多极防治结合。在他
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
加系统化。

近代化的防疫历程开启
公共卫生概念被接受和推广

到了晚清，在和西方接触的
过程中，逐渐开启了近代化的防
疫历程，在防疫体系中，“公共卫
生”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和推广。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开
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此后在洋
务运动中，特别是在北洋海军的
建设中，西医学堂成为配套设
施，这成为中国自主创办西医医
院的肇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首
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 卫生
科设立，主管考核医学堂的设
置、医生的考核，以及检疫计划、
审定卫生保健章程等。1906年，
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隶属民政
部，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
药、设置病院等事宜。卫生科
（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
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卫生行
政上升为国家制度。

在国家卫生行政机构设立
不久，1910年末东北暴发鼠疫传
染病。华人医生伍连德第一次
在中国全面应用现代公共卫生
的理论和方法扑灭了这场大瘟
疫。事后，清政府组织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奉天
万国鼠疫研究会，共有来自12个
国家的34位代表参加，确定了许
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
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
另外，清政府颁行中国第一部全
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
拟定防疫章程》，要求各省“嗣后
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
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
初具雏形。

但在清末以及之后的动荡
时代中，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
系大多时候是作为纸面规划，无
法实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才逐步建成了完善的公
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传染病领
导防治机构。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人类与瘟疫一直
在进行不懈斗争

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是时
常出现的。在中国古代文献
中，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有瘟疫
的记载。有小规模的、局部地
区的，也有大规模的、蔓延全国
的，文献上叫“大疫”。在3000
年左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上，这样的“大疫”共发生了几
十回。

瘟疫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
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
逐渐认识到，大规模的瘟疫流
行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
关，特别是与人们的居住条件、
卫生环境有直接关系，因而在
瘟疫流行之后，人们往往在改
变自身的环境方面做出许多
努力。

19世纪初的霍乱，直接启
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公共卫生
运动，实际上今天我们享用的
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城市垃
圾的处理、住房的卫生标准设
计等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的现代城市的规划管理，就是
从那个时期开始的。瘟疫流行
之后，人们的许多卫生习惯也
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
利于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
健康和科学。

但是，直到近代科学出现
以前，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一直
处在劣势地位。人们曾在黑暗
中苦苦摸索，被各种瘟疫纠缠
得几乎筋疲力尽。然而，正当
此时，生物科学的曙光也开始
显现在地平线上，与瘟疫的科
学战役真正开启。这一年是
1865年。

在这一年，法国微生物学
家路易斯·巴斯德认识到了他
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
病的病因。这使人类真正摆脱
了长期对于瘟疫的近乎无知的
状况，把人类与瘟疫的斗争真
正地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使
人类在消除疾病、增进健康方
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此以
后，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越来
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
发现了青霉素，为人类与病魔
做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使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跨入了
新纪元。20世纪40年代，人类
第一次有了青霉素这种当时被
人认为是神奇存在的药物，首
批青霉素开始在美国进行生
产。青霉素的发现使很多肆虐
千年的疾病变得不再那么可
怕，肺炎、淋病等很多传染病得
到了有效治愈。随着人类对各
种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个
个医学难关也不断被攻破，人
类摆脱各类疾病束缚的速度日
益加快。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
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天花和
脊髓灰质炎相继被消灭，乙肝
疫苗培育成功，不少长期肆虐
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遏制。

瘟疫的流行促进了生物科
学、医药科学的发展。随着医
疗条件的改善，如今的疾病，尤
其是传染病的死亡人数一直在
下降。那种瘟疫一下子吞噬数
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一去
不复返了。本版稿件据《华西
都市报》、新华社


